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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高则格高”对中古诗歌
创作走向的引领
———王昌龄 《论文意》篇解析

高晓成

【提　要】近体诗格律在唐代武后时期基本形成。在此之后理论家们暂时失去了再对其作
深入探究的兴趣，诗歌理论的发展面临着接下来应该往何处去的方向性问题。王昌龄的语录
体理论文献 《论文意》篇创造性地提出 “意高则格高”这个理论支点，使得唐代诗歌理论由
关注外在形式开始转向关注内在审美，确立起通过构思高 “诗意”实现诗歌高 “品格”的基
本创作思路，也引领了此后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根本走向，具有重要的诗学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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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杨守敬从日本带回唐时日僧空海所编 《文镜秘府论》，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被 《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贬为 “率出依托，鄙倍如出一手”① 的众多唐代诗格类著作的真伪、地位等问题。经过罗
根泽、王利器、李珍华、傅璇琮、卢盛江等几代学者的辨析，虽然具体成书、流布等问题仍有待进
一步研究，但总体来说，《文镜秘府论·天卷》中 《调声》前半部、《地卷》中 《十七势》与 《六义》

部分、《南卷》中 《论文意》前半部真实反映了王昌龄诗歌理论的观点已被学界普遍接受，并且其中
有近二十条直接或间接的证据和线索可与国内流传的 《吟窗杂录》本王昌龄 《诗格》《诗中密旨》互
相印证或参照。② 与此同时，研究王昌龄诗论的文章、著作也越来越多，③ 关注重点大致可以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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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三境”、“三思”、“十七势”、“论文意”为顺序。学界对王昌龄在诗学史上的位置也越来越给
予肯定，如李珍华、傅璇琮认为他的 《诗格》 “是一部盛唐时代有独特见解的诗论，有许多真知灼
见，它应该与殷璠的 《河岳英灵集》同样成为盛唐诗论的代表，而在古代文学理论史上占一席之
地”；① 罗宗强认为王昌龄的 “意境说，实为我国古代对诗歌意境进行探讨的最早的明确的理论表述
……此后之意境理论，大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② 王德明认为 “唐代是中国古代诗歌情景理论
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而在这个转折点上具有开创意义的理论家是王昌龄，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中国古代后期诗歌情景理论的走向”。③ 实际上，“意境”理论 （可包括 “三境”、“三思”、“情景交
融”等）是代表王昌龄诗歌理论最高成就的深层阐述。它对当时的学子和后世的研究者最具美学冲
击，所以最受关注。但是我们知道，真正会对诗学史产生根本性引导作用的并不一定是某个 “高精
尖”的突出成果，而往往是一种基本思路的拓展或转变。盛唐之前诗歌理论的关注对象不出声律、

对属、句法等诗歌的外在规范性内容。随着近体诗格律在武后时期基本确立，理论家们在暂时失去
了再对其作深入探究的兴趣的同时，也面临着诗歌理论的发展下一步往何处去的问题。《尚书》“诗
言志”与陆机 “诗缘情”的功能论，实际上都不涉及诗歌品格的问题。“性情渐隐、声色大开”的晋
宋时期才显露出摹物讲求逼真、崇尚神似的品质特征，但很快又被声病说和齐梁艳体夺走了风头，

所以后来陈子昂才从建安诗歌中剥离出 “风骨”一词以呼吁文学作品的精神品格。但这仍只是一个
宏伟的理想，具体到操作层面如何去实现呢？本文认为，王昌龄的语录体著作 《论文意》篇中 “意
高则格高”（旧题王昌龄所作 《诗中密旨》也有 “诗意高谓之格高”的表述）这一论断就是他对诗歌
理论发展走向所提出的引领性观点。下面将围绕这一中心对 《论文意》篇进行文本分析，试图证明
王昌龄将唐代诗歌理论由关注外在形式转向关注内在审美，确立起通过构思高 “诗意”实现诗歌高
“品格”的基本创作思路。而这个思路最终成为之后历代诗歌创作的一般思维范式，是王昌龄对诗学
史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一、何为 “意高”？

王昌龄认为 “意”和 “声”是一首诗最主要的两个构成要素。《论文意》第２则曰：“凡作诗之
体，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辨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④ “声”较易理解，主要是
指齐梁以来以 “四声八病”为代表的音调、音种多样化与如何配置的问题，“沈宋”以后逐渐简化为
对 “平仄”二音调的搭配要求。“意”在诗歌理论中则属新生概念。它与 “象”同受魏晋以来玄学中
“言意之辨”与 “象意关系”理论的启发，引入诗歌理论后开始衍生出更丰富的内涵。王运熙认为
“王昌龄的所谓意，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指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头脑中涌现并逐步形成的思想感情、主
旨和意象，表现出来，便成为作品的思想内容。另一层是指诗人的创作构思活动。这两层意思紧密
相关，但又有区别。他说 ‘意是格’、 ‘意好言真’时的意，都指第一层意思；说 ‘攒天海于方寸’

等语时，便着重指构思活动了。”⑤ 而另外一个同时出现的诗学概念 “境”则是从佛教理论中引入的。

对这几个概念含义的深入拓展与阐释，正是王昌龄开创我国古代诗歌全新美学视域、奠定其理论地
位的主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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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龄的诗 “意”理论到底如何？我们先以他的几条价值判断标准为切入点展开分析。因为
“意是格……意高则格高”，所以 “高”成为诗 “意”的终极价值目标。那又何为 “高”呢？王昌龄

紧接着作了说明：“用意于古人之上，则天地之境，洞焉可观。”只有用意超越前人的高度，才能洞

彻天地间深广之境。同样的意思在第７则更有纲领性的论断：“意须出万人之境，望古人于格下，攒

天海于方寸。诗人用心，当于此也。”作诗用心之关节只在于此，那就是为了诗意出乎古今之表！可

以说，这个论断是王昌龄诗学中最为重要和根本的观点。第１３则据此对创作实践提出指导：“凡属
文之人，常须作意。凝心天海之外，用思元气之前，巧运言词，精练意魄，所作词句，莫用古语及

今烂字旧意。改他旧语，移头换尾，如此之人，终不长进。为无自性，不能专心苦思，致见不成。”

所以 “作意”之时首先必须立足于自己的独立创作，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 “巧运言词，精练意魄”，

而不能 “用古语及今烂字旧意”。“古语”即古人已用之语，今之 “烂字旧意”即当下人们的常用语

和常用意。综合而言，“意高则格高”使诗歌的中心价值集中到 “意”上，而 “意”又须具备 “出万

人之境，望古人于格下”、“莫用古语及今烂字旧意”的独特性。这样的诗歌创作意识我们在盛唐的
诗歌作品中已经常可以体会到，但在理论总结上，王昌龄无疑是一个成功的先行者。

这样解释仍显抽象，具体到创作实际，王昌龄主张的诗 “意”审美标准又是什么呢？第５则曰：

“夫作文章，但多立意。令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必须忘身，不可拘束”。第２５则曰： “诗有杰起险

作，左穿右穴”。第４３则曰：“凡诗立意，皆杰起险作，傍若无人，不须怖惧”。类似的言论在 《论

文意》篇中如此多次出现，可以看出 “左穿右穴，杰起险作”正是王昌龄对诗 “意”创作的理想诉

求。“左穿右穴”是要多途径、全方位、贯通无碍地开拓立 “意”思路，但仅是如此不免落入头绪纷
杂而难以选择的误区。所以 “杰起险作”就为如何在多角度的活跃思维中作出选择提供了美学原则，

即要摒除常用的、平淡的、人人都能想到的那些 “意”，大胆突破旁人的惯常思维，选取角度独特、

异于传统、能极大刺激到阅读者早已在千篇一律中审美疲劳的神经的 “新意”。这就要求诗人能保持
“必须忘身，不可拘束”或是 “傍若无人，不须怖惧”的状态。那么到底什么样的诗句在王昌龄的眼

中称得上是 “左穿右穴，杰起险作”？从第２５则、第４３则和第２６则中，我们可以发现并肯定有以

下几例诗句是他十分推崇的。一句是 《古诗十九首》之 “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坟墓在传统观
念中本应受到庄重谨慎的对待，松柏也是象征坚贞高洁之物。作者却偏偏利用人们的这种固有意识，

通过古墓已被犁为田，松柏早为伐作薪这样的视角展示沧海桑田巨变的力量，成功刺激读者神经的

同时又巧妙而合乎情理地表达了诗意。另一句是王昌龄自作的 “去时三十万，独自还长安。不信沙

场苦，君看刀箭瘢。”不选取触目惊心的词语直接刻画生死血泪的战争场面，而选择特殊的角度用似

乎平淡的口吻描述了一个三十万征人只生还一位满身刀箭瘢痕老兵的事实，却更能激发读者对战争
抵近如切肤的认知。这类例句还有鲍照的 “马毛缩如蝟，角弓不可张”和 “凿井北陵隈，百丈不及

泉”，均是无所顾忌地选取特异视角的诗句，都是可称作 “左穿右穴，杰起险作”式的 “高”意。此

外第２６则是王昌龄青睐的另一种诗意风格：“诗有意阔心远，以小纳大之体。如 ‘振衣千仞岗，濯

足万里流。’”一个简单的登高振衣、临河濯足的画面，由于 “千仞”、 “万里”两词的运用，将本应

是主体的诗人微缩化，从小动作中连带出大景象，因此更能与这种放旷心灵、纵意遨游的诗意融为

一体。这其实就是唐人长期钟情的 “远”意。所以文中虽只列举了这几个例句，却都极具代表性，

正好可以说明王昌龄心目中的诗意典范——— “立意高远”。

二、创 “意”的过程

前引 《论文意》篇第７则曰：“意须出万人之境，望古人于格下，攒天海于方寸。诗人用心，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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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也。”这几句话可以说是王昌龄诗 “意”论的总纲。“出万人之境，望古人于格下”是作者造意
求 “新”的目标。 “攒天海于方寸”是将自然万物置于心中磨练诗意的过程。 “诗人用心，当于此
也”，指明作诗最费心思的核心步骤就在于这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的第一步是树立独立创作的意识，
“莫用古语及今烂字旧意”，既不抄袭古人已用的陈词旧意，也不借取今人常用或人人所知的俗词烂
意。“改他旧语，移头换尾，如此之人，终不长进”，就连通过改换前人诗中的字句为我所用也被王
昌龄批评为终究不会长进。“为无自性，不能专心苦思，致见不成”中，“自性”一词源于佛教，指
事物各自具有的不变不灭之性质。此处引申之义是指诗人个体独有之精神特质。如果没有独特于他
人的内在，作诗时必然不能专心苦思属于自己的诗意，这样的人不会有什么成就。但话说回来，作
诗肯定不可能做到完全独立。对古人的作品和当下诗坛的理论水平、风格特征全不理会，这是不可
想象的。王昌龄当然不会如此狭隘和偏激，他在第４０则说：“凡作文，必须看古人及当时高手用意
处，有新奇调学之。”可以说，他甚至是非常重视对古人和他人长处的学习的。第１５则还记载了这
样一种风气：“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今诗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

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这既是对当时诗坛风气的描述，又何尝不是在教诲弟子辈要善于汲取
他人长处为我所用。鼓励独立创作与学习他人的言论并存，那么王昌龄究竟在这个问题上持什么立
场呢？其实这两种看似对立的态度蕴含着不同层面的本质。换句话说，这二者根本形不成对立关系。
“莫用古语及今烂字旧意”是作诗时追求高出古人与他人的创 “意”，而不是一味抄袭或模仿他人，

这样作出的诗才能称作 “格高”。在王昌龄看来，这种要求并不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而是任何一个
“有自性”的诗人必须具备的前提品格。然而即使再 “有自性”、有天赋，他的个人经验和体悟毕竟
有限。寻求超越他人的突破，更需要建立在对前人所达到高度的准确把握和借他人阅历开拓自我视
野并激发灵感之上。王昌龄主张学习 “古人及当时高手用意处有新奇调”者和随时 “看随身卷子以
发兴”正是这个意思。

立足于 “自性”这个前提品格，便是在大方向上步入了诗道之正途，接下来才可以讨论最重要
的诗 “意”创作环节。第５则之 “夫作文章，但多立意”，① 第６则之 “夫置意作诗”，第１２则之
“诗头皆须造意”，第１３则之 “凡属文之人，常须作意”，这里的 “立意”、 “置意”、 “造意”、 “作
意”，虽略有区别，但都可归纳为一个中心意思，即指诗人在创作之初试图构思 “出万人之境，望古
人于格下”的新 “意”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借用一个现代词语来代表倒是很合适，即不妨称其为
“创意”。因为究其根本，就是一个诗人创造诗 “意”的过程。《论文意》篇中首先具体讨论创 “意”

的是第５则，“令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必须忘身，不可拘束……”。关于 “穿穴”之意，古人多指
贯通无碍的状态，就是说诗人在创 “意”时要使心智热络和兴奋起来，可以畅通无碍地任意搜索立
意高远、迥然不群的诗 “意”。而达到这种状态，又要首先做到 “忘身”，只将自己视作置身于诗境
中的客体角色，创意作语之时不应该受世俗中真实自我的琐事、身份、声誉甚至是思想的束缚。第

１３则亦言：“凡属文之人，常须作意。凝心天海之外，用思元气之前，巧运言词，精炼意魄。”这同
样是形容诗人创意时的状态，“凝心天海之外，用思元气之前”，是指思绪能不受束缚地任意驰骛于
天地四方、古往今来；“巧运言词，精炼意魄”，则是这个过程的两个主要任务，通过 “苦心竭智”

的 “用心”，既要构思出超越前人的诗意，也要创造借以表达高超诗意的完美形式。所以这个过程其
实考察的是诗人的才识和文字两方面能力的储备，而这两方面的能力在诗歌创作中又是互相作用的
关系。新奇的诗意要借用警策的诗句表达，而脱俗的文字又必然能为诗意锦上添花。在这些一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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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表述之后，以下这段经常被人引用和解读的文字才是王昌龄 “创意”理论的核心内容。第６
则曰：“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如登高山绝顶，下临万象，如
在掌中。以此见象，心中了见，当此即用。如无有不似，仍以律调之定，然后书之于纸，会其题目。

山林、日月、风景为真，以歌咏之。犹如水中见日月，文章是景，物色是本，照之须了见其象也。”

这段文字之所以复杂，主要就是它创造性地运用了 “境”、“象”、“照”等新的诗学概念，却没有对
这些概念的涵义加以界定。这就必然导致不易理解、歧义众多的可能，所以对这些概念内涵的清晰
化把握就成了准确理解王昌龄 “创意”理论的关捩。事实上，历来的诗学研究者们也是这样做的。

在这段话中，王昌龄使用了他的诗学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境”。这个概念在后世成为影
响深远的重要诗歌理论范畴。在笔者理解的王昌龄之 “境”是诗人在作品中通过精心选取各种象
（包括有特定含意的意象和一般物象），再根据想表达的诗意而独特构思，最后运用恰当的语言技巧
营造的，可呈现于作家和读者脑海中的有特定意义指向的情景集合。所谓的 “特定意义指向”其实
也可作为其分类依据，即王昌龄 “三境”说的内容———物境、情境、意境。笼统来说，其中 “情境”

是沿袭自古已有的 “诗言志”传统在诗中造 “境”以 “抒情”的一类；“物境”是南朝以来诗歌 “声
色大开”之后的衍生物，属于在诗中造 “境”以 “摹物”的一类；“意境”说则由王昌龄首创，从此
在诗中造 “境”以 “写意”逐渐成为文人诗的主要书写方式。“意境论”也被后世标举为中国古代诗
歌至高的美学理论，因为它的产生确实对诗歌功能、创作思维、审美标准等的拓展奠定了坚实的理
论基础。后人将 “意境论”产生之后的中唐阶段称作整个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 “百代之中” （叶燮
《百家唐诗序》），相信其中一定有它发挥作用的影子。

对 “境”的含义有了了解，再回到描述诗人 “创意”过程的那段话， “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

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凝心”就是先集中精神，“目击其物”是着眼于欲写之物。这
里的欲写之物当然并非只限于咏物诗的所咏之物，而是可以引申至借以 “写意”的 “境”中所有的
人、物、事、情等等。“以心击之，深穿其境”，便是创意阶段的核心步骤，从什么角度去 “击”？能
在多大程度上 “深穿”？这些直接决定了所创诗意的 “高”或 “卑”，从而决定了整首诗格调的 “高”

或 “卑”。那么这里的 “深穿其境”有没有一个程度上的合格标准呢？王昌龄接下来描述了一种理想
的状态：“如登高山绝顶，下临万象，如在掌中。以此见象，心中了见，当此即用。如无有不似”。

就是说诗中之 “境”需要高度凝练并具有深度的代表意义，这样以 “境”观 “象”才会使人有虽似
信手拈来却能洞悉万象的感觉，做到如此，便可用于诗中矣。之后要做的就是 “仍以律调之定，然
后书之于纸，会其题目”，按声律的要求作成诗句，以合主旨。“山林、日月、风景为真，以歌咏之。

犹如水中见日月，文章是景，物色是本，照之须了见其象也”，“物象”从盛唐开始逐渐成为诗中最
关键的要素，真实物色是 “本”，作于文章中即似 “影”。观文章中之物色好似看水中物色之倒影，

虽非真实之体，却仍可使人联想到有关它的一切性状及含义。人们常用这段话来代表王昌龄的 “造
境”理论。实际上第４１则在阐明作诗应 “意语”与 “景语”兼而有之的道理之余，有一段与上述观
点颇为相似的言论，可以作为补充加深理解：“春夏秋冬气色，随时生意。取用之意，用之时，必须
安神净虑。目睹其物，即入于心。心通其物，物通即言。言其状，须似其景。语须天海之内，皆纳
于方寸。至清晓，所览远近景物及幽所奇胜，概皆须任意自起。” “春夏秋冬气色，随时生意”这句
话其实很重要，因为它明确了一个前文未曾提及的信息，即 “造境”的一种起因是首先有感于四时
气色所生之 “意”，而非 “以心击物”后强作之 “意”。“安神净虑”即 “凝心”；“目睹其物，即入于
心”即 “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这当是化用 《庄子》中 “目击道存”、“官知止而神欲行”之说；
“心通其物”即 “深穿其境”，可看出王昌龄所谓 “深穿其境”实际就是要求以心体物直至通透了彻，

到了身处绝顶、万象了然于胸的地步便是 “物通即言”之时。“言其状，须似其景。语须天海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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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纳于方寸”又是一段重要的补充，是对具体下笔时提出的要求。用入诗中的四时物色要像依凭于
实物的影子一样真实准确，所以诗之用语也要求能从纷繁的选项中挑出最精准之词成就于方寸之地。

三、构思与灵感

以上是王昌龄对诗 “意”创作视角与审美需求的观点，那么他对诗意的内容持什么态度呢？用

一句话概括，那就是 “书身心”。第１４则曰：“凡诗人，夜间床头，明置一盏灯。若睡来任睡，睡觉
即起，兴发意生，精神清爽，了了明白。皆须身在意中。若诗中无身，即诗从何有？若不书身心，

何以为诗”。“身在意中”论是王昌龄关于诗意内容的重要主张，所谓 “若诗中无身，即诗从何有？

若不书身心，何以为诗”，就是说如果诗中没有诗人自己的影子，那么诗从何而来？如果诗不书写作
者自己的亲身体验，诗人又拿什么入诗？这样的观点在本质上固然与 “诗言志”的传统一脉相承，

但并非全依旧说或仅是换个表述。从 “诗言志”到 “书身心”的变化，实际上蕴含着对传统 “言志”

范围的巨大突破与拓展。我们看接下来的详解：“是故诗者，书身心之行李，序当时之愤气。气来不

适，心事不达，或以刺上，或以化下，或以申心，或以序事，皆为中心不决，众不我知。” “序当时
之愤气”常被用来与司马迁 “发愤著书说”相联系，而 “行李”不妨理解为 “牵绊”或 “负赘”。但
“身心”中的 “身”却无论如何不能真的与 “心”对应并狭隘地理解为作者之 “身体”，而应泛指所

有涉己之事，及自己所见所闻之物事，甚至包括外界事物对诗人各种感官激发的微妙反应等等。在

拓宽了诗歌内容，丰富了诗歌题材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表述否定了那些不见诗人 “身心”，

纯粹是为文而作的作品。关于 “气来不适，心事不达，或以刺上，或以化下，或以申心，或以序事，

皆为中心不决，众不我知”，前文提到，王昌龄认为的诗兴发起的过程是 “先动气，气生乎心，心发

乎言”。此处即对此作了注解，将 “气”释为仅次于 “起于无作，兴于自然”之后与诗人最早发生实

质关系的概念。气之不适导致心有所感，继而发乎为言，推动这个过程完成的是 “中心不决，众不
我知”之故。这个诗歌 “发生论”既决定了王昌龄主张的诗歌内容，同时也成为他的诗歌评价体系

中的重要指标之一，所谓 “方识古人之本也”。

厘清了王昌龄的诗意观后，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这个构思过程中的两个细节。

第一，此段开头的 “凡诗人，夜间床头，明置一盏灯。若睡来任睡，睡觉即起，兴发意生，精
神清爽，了了明白”是在说什么？为何 “睡觉即起”便会 “兴发意生，精神清爽”？通读 《论文意》

全篇，会发现类似的话其实多次出现。第４２则云：“凡神不安，令人不畅无兴。无兴即任睡，睡大

养神。常须夜停灯任自觉，不须强起，强起即昏迷，所览无益。纸笔墨常须随身，兴来即录。若无
纸笔，羁旅之间，意多草草。舟行之后，即须安眠。眠足之后，固多清景，江山满怀，合而生兴。

须屏绝事务，专任情兴。因此，若有制作，皆奇逸。看兴稍歇，且如诗未成，待后有兴成，却必不

得强伤神……”。第４１则亦云：“意欲作文，乘兴便作。若似烦即止，无令心倦。常如此运之，即兴

无休歇，神终不疲。”将几段表述结合起来看会使所述内容逐渐清晰起来。“凡神不安，令人不畅无
兴，无兴即任睡，睡大养神”，这实际上是第１４则没有出现的 “前因”，即作诗之际如遇到心神不安

的情况，就无法起兴成意，这时便不要勉强，不妨睡去养神。睡时却可留灯一盏，待睡醒后心安神

定，重整思绪便可能会 “兴发意生，精神清爽，了了明白”。而 “常如此运之，即兴无休歇，神终不

疲”，这是王昌龄主张的一种有益身心的 “创意”常态。《吟窗杂录》本王昌龄 《诗格》中 “诗有三
思”一目则首先将其命名曰 “生思”：“久用精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镜，率

然而生”，强调的正是苦思未果，不得已松弛心神后反而意外获得灵光一现般的顿悟。其次，获得诗
“意”的方法是 “感思”：“寻味前言，吟讽古制，感而生思”。即在前人作品中获得感激和启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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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借以发兴生意的感激和启发在内容上也是多方面的。《论文意》篇中所罗列的诗有 “览古者”、“咏
史者”、“杂诗者”、“乐府者”、“古意者”大抵皆可划入此类，都是因为览古而产生诗意，有所依傍

却为自然流出。再次是 “取思”：“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这种全靠苦心搜求

而得，有意求之的做派才是后来贾岛一流走向 “苦吟”极端的渊源。

第二，在 《论文意》篇中王昌龄几次提到 “必须忘身，不可拘束”之类的话，这个过程到底如

何？为何必须 “忘身”？第５则有详细描写：“思若不来，即须放情却宽之，令境生。然后以境照之，

思则便来，来即作文。如其境思不来，不可作也。”这里的 “思”即 “诗有三思”之 “思”，应是指

诗人在头脑中构思作品各组成部分的灵感。这些部分实际上囊括了 “境”、“意”、“文”等各阶段的
构成要素，但造 “境”是为了创 “意”， “意”生则 “文”自然成 （暂不包含炼字炼句的过程）。构
“思”过程最重要的目的仍是立诗 “意”，所以王昌龄自己在运用 “思”和 “意”这两个概念的时候

也经常不予细究，有时可以通用。如此段文字之初是 “夫作文章，但多立意”，说的是 “意”，后文

中 “思若不来……以境照之，思则便来”的 “思”就应是指创作灵感。这几个概念清晰后，再梳理
这个构思过程便会容易些。“忘身”之后便可使思维不受拘束，在灵感不来的时候，通过 “忘身”实

现 “放情却宽之”，思绪便可以天马行空地任意遨游。这样做的好处是直接导致了作诗过程中一个重

要步骤的完成——— “境生”，与诗人所咏之物、事、情相关的合适诗 “境”，便会出现在脑海中。“然

后以境照之，思则便来”，“照”也是王昌龄所用诗学术语之一，先举一例借以说明其含义。第６则
有：“山林、日月、风景为真，以歌咏之。犹如水中见日月，文章是景，物色是本，照之须了见其象

也。”真实物色是 “本”，文章中描摹的 “境”是真实物色的 “影”，所以拿 “影”来与 “本”相对
“照”，要能从 “影”中看到真实物色 （即 “本”）之 “象”。其实这段话正可以为 “以境照之，思则
便来”作出注解，拿心中出现的 “境”与所咏物色对照。“境”中如果能准确地反映出所咏物色之真

实本质，就可以表达出准确的诗 “意”。再用语言或文字将 “境”形容出来，就是诗 “文”的完成。

四、意景交融

在 “意象”一词的含义还并不十分清晰的时代，王昌龄的提法是诗句以 “物色兼意”为好。第

２１则云：“凡诗，物色兼意下为好。若有物色，无意兴，虽巧亦无处用之。如 ‘竹声先知秋’，此名
兼也。”“意下”或为 “意兴”之讹。“有物色，无意兴，虽巧亦无处用之”，这与前文第１１则的 “若

空言物色，则虽好而无味，必须安立其身”基本同意。如何 “安立其身”？就是通过言 “意兴”，使
“物色”有着落处可寻。如 “竹声先知秋”一句，“竹声”为物色，是一幅风过竹林的景象。单从这
幅景象读者尽可以展开丰富联想，却很难坐实诗篇为何而作。而与 “先知秋”三字一结合，作者在

某年初秋时节从吹过竹林之凉风中，蓦然惊觉秋意来临并感兴作诗的背景就和盘托出，立刻引起读

者自身情感体验的共鸣，仅此一句便成功将读者带入诗境。同样的意思，王昌龄在第４１则亦有说

明：“诗贵销题目中意尽。然看所见景物与意惬者当相兼道，若一向言意，诗中不妙及无味；景语若
多，与意相兼不紧，虽理通亦无味。昏旦景色，四时气象，皆以意排之，令有次序，令兼意说之为

妙。”这段话较上段更为深入，不仅说明作诗为何 “物色兼意”为好，而且详细讲解了二者应如何
“相兼”的方法。“诗贵销题目中意尽”其实是一个很基本的诗歌创作理论。一首好诗要将本题材中
（如送别、悲秋）包含的应有之意都在诗中有相呼应地交代，不能仅涉及其中某些内容，而使另一些
内容无处着落。这正是教人如何作诗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问题，对命题诗而言即是为题目作 “注解”

的过程。诗中所选用的素材都是与说明题中之意相关的，这就是从取材范围对诗歌内容作了界定。

“然看所见景物与意惬者当相兼道”，选用风景物色又不能任取所见，而必须选用那些与欲写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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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相 “惬”者。“惬”就是要能发生关系并有助于表达诗 “意”者，而二者的结合方式则是 “相
兼道”，即在诗句中要相互融合。“竹声先知秋”正是这样的例子。我们常说王维诗是实现 “情景交

融”的早期代表，“情”实际可划入 “意”之一种，所以王昌龄的这个理论不妨称作 “意景交融”。

“若一向言意，诗中不妙及无味；景语若多，与意相兼不紧，虽理通亦无味”，如果不能达到此二者
的交融，一味言意，就像通篇讲大道理一样，毫无诗趣可言，令人昏昏欲睡；都是写景，全无意指，

同样为败笔。对于第二种情形，王昌龄在 《论文意》中举有一例，即第３７则之 “诗有 ‘明月下山

头，天河横戍楼。白云千万里，沧江朝夕流。浦沙望如雪，松风听似秋。不觉烟霞曙，花鸟乱芳

洲’。并是物色，无安身处，不知何事如此也”。整首诗读完只觉物色纷飞，令人眼花缭乱，唯独不
知情由所述、缘何而作，此即 “无安身处”。

在 “景”与 “意”的构成关系上，王昌龄针对前人的一种创作习惯专门进行了拨正，树立起一

种 “意景交融”的新准则，即 “言物及意，皆不相倚傍”。《论文意》篇第２２则云：“凡高手，言物

及意，皆不相倚傍。如 ‘细柳夹道生，方塘涵清源’，又 ‘方塘涵白水，中有凫与雁’，又 ‘绿水溢
全塘’，‘马毛缩如蝟’，又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又 ‘青青河畔草’，‘郁郁涧底松’，是其例

也。”只看这一条，不容易理解 “不相倚傍”是什么意思。前文刚说要 “意景交融”，如何又说 “言

物及意，皆不相倚傍”？所举诗例虽多，细读均觉正是 “意景交融”的佳句，似乎也看不出 “不相倚

傍”究竟体现在何处，但当我们再读下一条时便会豁然开朗。第２３则云：“诗有天然物色，以五彩
比之而不及。由是言之，假物不如真象，假色不如天然。如此之例，皆为高手。如 ‘池塘生春草，

园柳变鸣禽’，如此之例，即是也。中手倚傍者，如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此皆假物色比象，

力弱不堪也。”原来所谓 “不相倚傍”并非指 “意”与 “景”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用来入诗之 “象”

不再如六朝以来的 “山水田园诗”那样经常借用相似之物加以修辞，如小谢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

如练”中将红 “霞”比成 “绮”，“澄江”喻作 “练”。这样的名句在王昌龄看来因为 “假物色比象”，

所以 “力弱不堪”，属 “中手”所为。大谢的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则因为直至实景，不倚傍

他物而受到王昌龄推崇，列为 “高手”之作。事实上，这个观点也成为盛唐之后诗人写景之一重大
变化，即多是直言其物，不假修辞。试为推测，大约六朝前后写景的目的即是描摹物色本身，故须

借物以作形容；盛唐之后诗中之 “景”多为达 “意”而用，而将各种比喻高度凝练后，最能代表物

色精髓的又最终回归物色本身。正所谓王昌龄此处所言：“天然物色，以五彩比之而不及……假物不

如真象，假色不如天然。”倚傍他物反而无助于表达诗 “意”，但此处的 “真象”已是经过精心选取
而饱含诗意之 “象”。这段话实在是 “意象”一词最好的注解。不仅物色之象如此，入诗之事亦同。

第２６则云：“古诗直言其事，不相映带，此实高也。相映带诗云：‘响如鬼必附物而来’，‘天籁万物

性，地籁万物声。’”此处的 “映带”与上文所言物色之 “倚傍”同意，都是指比附、借喻之类。例

诗中将 “响”声喻作 “鬼”，将 “天籁”、“地籁”分别喻为万物之 “性”与 “声”，即是此意。

五、诗意表达与结构

具体写作环节与诗意表达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诗意的结构安排上，先从辨正 “南北宗”这个老

生常谈的问题引出。第１则曰： “自古文章，起于无作，兴于自然，感激而成，都无饰练，发言以

当，应物便是。古诗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当句皆了也。其次 《尚书》

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亦句句便了。自此之后，则有 《毛诗》，假物成焉。夫子

演 《易》，极思于 《系辞》，言句简易，体是诗骨。夫子传于游、夏，游、夏传于荀卿、孟轲，方有

四言、五言，效古而作。荀、孟传于司马迁，迁传于贾谊。谊谪居长沙，遂不得志，风土既殊，迁
２３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逐怨上，属物比兴，少于 《风》 《雅》，复有骚人之作，皆有怨刺，失于本宗。乃知司马迁为北宗，

贾生为南宗，从此分焉。”以上内容清楚表明，古诗— 《尚书》古歌— 《毛诗》—夫子 《系辞》—游
夏—荀孟—司马迁，是王昌龄认为的诗歌北宗 （本宗）传统。“迁传于贾谊”的说法有误，因为从时
间来说贾在前迁在后。南宗由贾谊谪居开始，以 “风土既殊，迁逐怨上”为根本原因。区别于北宗
处乃在于 “属物比兴，少于 《风》《雅》”，“皆有怨刺，失于本宗”，即于六义中多用比兴手法寄托怨
刺之意，而少用风雅正调。这个观点与 《诗经》“正变说”的精神高度相通，所以本文较倾向用 “正
变说”解释王昌龄之 “诗分南北宗”的问题。问题出在紧接着的第２则的另一段言论：“古文格高，

一句见意，则 ‘股肱良哉’是也；其次两句见意，则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也；其次古诗，四
句见意，则 ‘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是也。”此处 “一句见意”、“两
句见意”、“四句见意”主要是主张尽早显露诗意，根据见意之迟速讨论与 “格高”的关系，作为语
录体记载，与上段 “诗分南北宗”本无关系。然而旧题贾岛作 《二南密旨·论南北二宗例古今正体》

之：“宗者，总也。言宗则始南北二宗也。南宗一句含理，北宗二句显意。南宗例，如 《毛诗》云：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即今人为对，字字的确，上下各司其意。如鲍照 《白头吟》：‘申黜褒女进，

班去赵姬昇。’如钱起诗： ‘竹怜新雨后，山爱夕阳时。’此皆宗南宗之体也。北宗例，如 《毛诗》

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此体今人宗为十字句，对或不对。如左太冲诗：‘吾希段干木，偃息藩
魏君。’如卢纶诗： ‘谁知樵子径，得到葛洪家。’此皆宗北宗之体也。诗人须宗于宗，或一联合于
宗，即终篇之意皆然”，即将这两段话混为一谈。可惜很明显这里 “南宗一句含理，北宗两句显意”，

与王昌龄的南北宗所指正好相反。因为王昌龄是以 “当句皆了”的古诗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
井而饮，耕田而食”和 《尚书》中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为北宗。但这种说法竟然流
行开来，其后僧虚中 《流类手鉴》有 “第四句见题是南宗，第八句见题是北宗”之语，以新体诗而
言，竟是迟至诗尾始见题意，这与王昌龄的初衷亦相违。桂林僧景淳 《诗评》则有 “诗有第一句见
题、第二句见题、第三句见题、第四句见题，除此四句之外，不见题者大谬也”。即以为四句内必见
题，无八句见题之说。唯独徐夤将大雅体、变雅体、正风体、变风体、南宗体、北宗体并列，联系
王昌龄的 “属物比兴，少于 《风》《雅》”和 “属文于花草，失其古为”为南宗，这种分类倒是较符
合王昌龄之本意。出现这种曲解的原因，很有可能是 《二南密旨》的作者将王昌龄讨论 “一句见
意”、“两句见意”的论述误与前文 “诗分南北宗”的内容作了关联，并与当时盛行的佛教南北禅宗
之 “顿悟”、“渐悟”擅自结合而产生，并经过他的清晰表述改变了后人的理解。

此外从第２则我们还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越是能用简短诗句表明诗 “意”越好；第二，

一首诗中能囊括更多诗 “意”为佳。不难看出，这二者其实是互为条件的关系，越能用精炼的诗句
表达清楚一个诗 “意”，一首诗中所能容纳的诗 “意”就越多；一首诗涵盖了较多的诗 “意”，必然
要求使用简短凝练的诗句。类似的观点我们在第３则也可看到：“高手作势，一句更别起意，其次两
句起意。意如涌烟，从地升天，向后渐高渐高，不可阶上也。下手下句弱于上句，不看向背，不立
意宗，皆不堪也。”“一句更别起意”是要求每句都包含新的诗 “意”，与前文所引 “夫作文章，但多
立意”同意。这个观点是从初唐提出的避免 “反复重论，文繁意叠”的 “相滥病”演化而来的。① 而
“向后渐高渐高，不可阶上”则提出了新的诗意表达诉求，即诗意的表达在层次上要随着诗句的逐层
递进愈来愈浓郁炽热为 “高”。如果后句之意较前句更贫弱无力，甚至 “不看向背”，与前句之意发
生抵牾，或者竟至无意可立，那么这样的诗都是下手的 “不堪”之作。

所以王昌龄言古诗 “一句见意”、“两句见意”的真正意图只是为了引出自己的诗意结构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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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则的概括最为全面：“夫诗，入头即论其意。意尽则肚宽，肚宽则诗得容预，物色乱下。至尾则
却收前意。节节仍须有分付。”作诗开始即须点明诗意，“意尽”指交代清楚则 “肚宽”，即中间之联
好作。“得容预”即早点题，中间才能从容暇豫尽力铺张物色。 “物色乱下”，已开诗腹二联取景之
例。“至尾则却收前意”即诗的头尾要形成呼应。“有分付”即有交代，有着落之处。强调开篇见意
的还有第１２则：“诗头皆须造意，意须紧，然后纵横变转。如 ‘相逢楚水寒’，送人必言其所矣。”

开头即须交代清晰，“意须紧”即是要紧凑才能多显题意。诗句 “相逢楚水寒”，开篇五字已经将作
诗之时间 （秋冬）、地点 （楚水边）、事由 （偶遇）交代清楚，此所谓紧 （紧凑）、尽 （全面）也。
“然后纵横变转”即 “肚宽则诗得容预”，背景先行交代清楚，腹中二联或写景或用事则有着落处，

读者才不会产生通篇不知所由之感。还有第１１则云：“夫诗，一句即须见其地居处。如 ‘孟春草木
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若空言物色，则虽好而无味，必须安立其身。”这较
上文更加清晰直白。若空言物色，即便觅得好景佳句，亦 “虽好而无味”。读诗之人不知情由，不知
为何作此语，与诗文有何关系，此即无处 “安立其身”也。陶渊明诗通过交代时节、地点，便勾画
出一幅恬淡和谐的田园景象，诗意清晰而情景皆有依托。第１６则评谢康乐诗 “饱肚意多，皆得停
泊，任意纵横”，鲍照则 “言语逼迫，无有纵逸”，所以鲍不如谢。这表面上说的是诗之肚腹之事，

其实关乎开头造意之高下。

关于句式结构与诗 “意”之关系，王昌龄在第１８则云：“凡诗，两句即须团却意，句句必须有
底盖相承，翻覆而用。四句之中，皆须团意上道，必须断其小大，使人事不错。”这段话在整个 《论
文意》篇中是较为晦涩的。例如 “团却”、“上道”等语，古意众多而现在已不用，很难确知当时所
指，只能据前后文关系进行大致推断。① 笔者理解，这段话总体想说的是诗中各句各联想表达的诗意
之间要互相支撑、互相关联，即上句意能引出下句意，下句意既能从上句意找到呼应之处，又能补
充说明上句意，总之不能使某句或某联与其他句、联毫无关系，显得孤立突兀，游离于整首诗意之
外；另外各 “意”之间又能区分主次、轻重，而且这种关系不违常规事理。这种关联上下文的句式
在王昌龄 《论文意》篇中举有二例。第一例为第１９则： “诗有上句言物色，下句更重拂之体。如
‘夜闻木叶落，疑是洞庭秋’，‘旷野饶悲风，飋飋黄蒿草’，是其例也。”这是指一联之中上下句互为
补充的并列关系。上句 “夜闻木叶落”虽已勾勒出一幅生动的画面，但作者认为仍不足以说明诗中
想凸显的羁旅悲秋的主题，所以补充一句 “疑是洞庭秋”。同样，“旷野饶悲风”也只是交代了凄苦
环境的客体部分，必须再补一句 “飋飋黄蒿草”，才能将诗中本体———孤老无依的作者引入，从而使
诗意中两方面的元素齐备。第二例中的上下句则是主从关系，第２０则云：“诗有上句言意，下句言
状；上句言状，下句言意。如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 ‘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是也。”
“状”在王昌龄诗歌理论中仅此一见，是作为从属部分为诗意作出说明而出现的。这部分可以在前，

亦可在后。“昏旦变气候”是本联表 “意”之部分，“山水含清晖”则是据 “意”发挥之情状。虽然
这句首联第一句便是写 “意”，但这句 “意”属一联中的小 “意”，并不是前文所说的 “一句见意”

之例。因为谢灵运的这首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属四句见题之作，第二联下句的 “游子憺忘归”才
是统摄全诗之主 “意”。区分贾岛之后所谓的南北宗或许需要注意这些细微处。而 “蝉鸣空桑林，八
月萧关道”则可称作 “两句见意”，先由 “蝉鸣空桑林”这样的 “状”语作铺陈，再交代仲秋时节来
往于关塞途中的诗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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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　语

王昌龄的 《论文意》通篇围绕 “意高则格高”展开论述。这个观点从理论上将诗歌内容变得更
有意义。“意多则质”、“意是干”等论述都能证明 “意”才是诗中最能吸引读诗者注意的元素。南朝
大量创作的宫体诗，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却少之又少。一方面是由于其在特定社会环境中沦为
文字游戏，偏离了这种文体的本质；另一方面在于诗意创作的出发点泛众而低俗。反之，大量的盛
唐诗能在千百年来一直遍播人口，并非只是因为它优美的文词，更重要的是诗中展现了诗人在某一
时刻真实、深刻、独特的情感体验。任何时候读到它们，都仿佛能感觉到个性丰满的诗人活生生的
处境与心理，正是因为 “诗意”才是赋予诗歌生命的灵魂所在。王昌龄 “诗以意为主”的观点在诗
歌理论史上的意义则在于，在 “格律”理论基本定型之后，为近体诗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很好
的指引。“意高则格高”这个理论支点则促使 “格高”成为中唐以后诗歌创作的终极审美理想，后世
多见的影带、用事、意境、风雅、磨炼、搜觅、作用、裨益、分剖、物象、内外意等诗学名目无不
是为创造 “高诗意”而服务的。诗人们牢牢树立起 “意”与 “格”的意识，从不同角度开始对诗歌
的内在审美方式进行探索，实际上也成为此后我国古代诗歌的总体基调。王昌龄弟子众多，时人称
其为 “诗夫子”。空海在其 《性灵集·书刘希夷集献纳表》中更明确指出 “古 《诗格》等虽有数家，

近代才子切爱此格”。① 由此可知王昌龄对当时的诗歌创作曾起过实质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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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成：“意高则格高”对中古诗歌创作走向的引领———王昌龄 《论文意》篇解析

① ［日］空海：《性灵集》，《弘法大师空海全集》卷６，日本筑摩书房１９８４年版，第７４１页。


